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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山海协作”是习近平关于区域协调发展重要论述的理论源泉之一,旨在推进发

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加强协同合作与共同发展,是促进缩小区域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浙江

探索。在实践中,“山海协作”突破了西方“资本逻辑”的援助模式,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特征的“人本逻辑”帮扶模式。“山海协作”更加强调激发帮扶与被帮扶的“共同体”
活力与内生主导发展潜力,形成蕴含外部赋能与内生动力培育的协同机制、“政府、市场与社

会”多方参与的互动机制、激发优势与互助协作互利机制的区域双向驱动内生发展理论,丰
富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与共同富裕实践的创新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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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缩小区域差距、增强发展协同性,是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路径。改革开

放以来,随着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技术进步与社会分工持续细化,使得资源在不同空间的流动与配置

更加频繁,由此导致不同地理空间的经济差异性急剧扩大。为缩小区域差距,国家组织与安排发达地

区向欠发达地区输送资金、人才、项目等方式进行帮扶,为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注入强大活力。然而,
在实践过程中,发达地区的帮扶行为更多表现出一种政治责任与义务 [1] ,忽略对市场潜力的激发与培

育,由此导致欠发达地区市场动力缺失,对欠发达地区发展成效产生影响。同时,发达地区的帮扶行为



注重改善人民物质生活条件,忽视人民自我发展动力 [2] ,导致欠发达地区“等靠要”依赖性强化与自我

发展能力丧失,进而影响共同富裕奋斗目标的实现进程。对此,尽管有部分学者基于中国实践去探究

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的实现机制,包括中国特色对口支援实践、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政策支持、少数民

族地区非遗技能开发等 [3-5] ,但如何在外部帮扶中形成双向互动、互利共惠的发展理论依然缺乏统一

的分析框架。
2021年党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的意见》,明确指出示范区建设要“坚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改革创新

为根本动力,以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问题为主攻方向”,寄望于浙江省区域协调发展实

践为破解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提供经验借鉴。作为浙江省探索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实践

探索 [6] ,“山海协作”充分发挥政府协调职能与市场配置资源职能,构建多渠道、多方位、多层次的区域

经济合作格局,在区域双向互动发展中实现欠发达地区内源式发展,有力推动了海岛、山区、老区等欠

发达地区加快发展,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浙江实践。因此,在迈向共

同富裕的新征程中,基于浙江实践深入研究“山海协作”发展历程与演进特征,剖析其推进区域双向驱

动内生发展的内在机理,对于促进全国范围内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共同富裕实现、稳妥解决世界性贫

困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二、 “山海协作”的实践历程

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富有前瞻性地提出“省内沿海较发达县(市)、山区县(市)和个别经

济较落后的山区县差异化发展道路”的战略构想,为念好“山海经”指明了发展道路。在浙江工作时期,
习近平同志立足“山海并立”的自然条件,从促进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与发达地区加快发展的全局

高度,大力推进“山海协作”,其中“山”主要指以浙西南山区为主的欠发达地区,“海”主要指沿海发达

地区。从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运动出发,在社会制度稳定条件下,产业发展水平是生产力水平的集中

表现,而生产关系主要体现为欠发达地区发展的内部矛盾,即人民群众发展需求与社会生产供给之间

的矛盾。当社会生产供给能力无法满足人民群众发展需求时,两者之间的矛盾将会牵引生产力向更高

水平迈进。从实践历程来看,欠发达地区的核心矛盾从人的基本发展需求与产业扩规增容夯基之间的

矛盾,到人的能力发展需求与产业集聚协同共进之间的矛盾,最后转为促进人的共富发展需求与产业

高质量特色引领之间的矛盾。与此对应,欠发达地区发展角色也发生阶段性变革:从“外部受援”获益

者角色,到“合作共建”参与者角色,最后到“双向驱动”主导者角色(见图1)。

(一) “外部受援”获益者:“山海协作”开启实施阶段

相较于沿海发达地区,由于经济上的地理因素加大了物流、交通等成本,浙江海岛、山区、老区等

欠发达地区产业集聚成本畸高,生产力水平低下引致社会生产无法满足人最基本生存需要的物质生

活资料。毋庸置疑,大力发展产业以满足人的现实发展需要依然是欠发达地区发展的第一要务,这集

中表现为人的基本发展需求与产业扩规增容夯基之间的矛盾。在该阶段,“山海协作”通过促进双方资

源要素整合,不仅为发达地区产业发展拓宽了空间、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还为欠发达地区人民

改善条件、提高收入水平带来了机遇,在“转移型互动”发展中满足人的基本发展需要。
交通基础设施是组合利用欠发达地区土地、环境要素优势与发达地区资金、技术、人才要素优势

的催化剂,是推动发达地区产业梯度转移的社会先行资本,已被证实对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7-9] 。为此,浙江省委、省政府统筹协调省内资源,正式印发《浙江省“五大百亿”工程实施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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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系列文件,明确省内结对帮扶关系(见表1),加快人流、物流、资金流等资源的区域间共享与扩面。
通过对双方产业基础、资源禀赋相似的产业进行匹配,“山海协作”把推进欠发达地区产业培育和企业

扶持有机统一起来,不仅引导发达地区企业到欠发达地区投资设厂,帮助欠发达地区引进项目、引进

资金,还要求发达地区帮助解决项目建成后的技术开放、市场扩展与管理运营等具体问题。同时,基于

欠发达地区生态屏障功能属性,产业合作对象大力鼓励生态工业、生态农业、生态旅游业等环境友好

型产业,限制资源高消耗、污染物高排放的工业企业向欠发达地区扩散。此外,2006年启动“科技富民

强县专项行动”、推广省级科技特派员制度,以做强县域特色优势产业为切入点进一步加大产业帮扶

力度。“十一五”期间,“山海协作”累计签订山海协作特色产业项目6329个,到位资金1415亿元,财政转

移支付1135亿元,年均增长28. 6% [10]46-48。

图1　 “山海协作”推动欠发达地区内生发展的逻辑框架

“山海协作”发挥欠发达地区劳动力要素富集优势,加速劳动力转移与人口迁移,为提高人民群众

收入水平奠定坚实基础。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欠发达地区发展要综合运用“加减

乘除法”,其中“除法,即促进人口向城市集聚和对外转移” [11] 。具体而言,通过安排专项用地指标,依
托县城、中心城镇与各类产业园,推动生态功能区、高山深山、流域源头等不适宜经济活动开发的特殊

地区人口向县城、中心镇集聚或向外迁出转移,实现下山脱贫、劳务输出、生态保护与产业布局的“四

位一体”优化。同时,“山海协作”举办包括设立山海协作专区、山海协作馆等在内的交流活动,激发欠

发达地区市场活力,并为欠发达地区劳动力积极提供有效的劳动力市场信息和良好的就业服务,促进

用工需求和劳务输出的有效对接,以劳务输出的方式进一步加快欠发达地区农户脱贫致富,推动区域

经济布局优化。“十一五”期间,浙江省完成下山搬迁10. 3万户、37. 2万人,组织劳务培训28万人次,转
移就业53万人。此外,2000—2010年,欠发达地区农民工资性收入由959元上升为3624元、非农收入由

311第 5 期 董雪兵,孟顺杰,辛越优:“山海协作”促进共同富裕的实践、创新与价值 　



3499元上升为5113元、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由409元上升为767元 [10]82-84。

表1　 “山海协作”关于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对口协作安排

对口市 对口县

杭州市、绍兴市—衢州市

萧山区—淳安县 　 余杭区—衢江区 　 富阳市—龙游县 　 绍兴县—江

山市 　 上虞市—衢江区 　 诸暨市—开化县

嵊州市—常山县

金华市内对口
义乌市、东阳市、永康市—磐安县

东阳市—武义县

宁波市、嘉兴市、湖州市—丽水市、舟山市

鄞州区—景宁县 　 慈溪市、平湖市—青田县

余姚市—松阳县 　 桐乡市—遂昌县 　 海盐县—龙泉市

海宁市—莲都区 　 德清县—缙云县 　 长兴县—庆元县

宁波经济开发区、北仑区—云和县 　 镇海区—定海区

象山县—岱山县 　 海曙区—普陀区 　 奉化市—嵊泗县

温州市内对口
瑞安市—文成县 　 乐清市、鹿城区—泰顺县

瓯海区—永嘉县 　 龙湾区—苍南县

台州市内对口
玉环市—仙居县 　 温岭市—三门县

市级机关—天台县

(二) “合作共建”参与者:“山海协作”深化发展阶段

伴随着欠发达地区人民基本现实发展需求得到满足,他们进一步追求高质量的文化水平、医疗卫

生与技术能力来促进个人能力的全面发展,而欠发达地区在社会事业发展方面依然处在低水平状态,
以医疗卫生为例,2009年山区县土地面积占比81. 44% ,而医院卫生院床位数、医生数分别为71189张、
54011人,仅分别占全省的44. 14% 和48. 18% [10]335-336。由此,欠发达地区内部矛盾也转化为人的能力发

展需求与社会产业协同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此阶段,“山海协作”通过共建山海协作产业园与积极开展

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方面协作,不仅为发达地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空间,还为欠发达地区人民激

发自我发展动力夯实了基础,在“人本型互动”发展中实现人的能力发展需求满足。
一方面,缩小民生事业差距、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激发欠发达地区内生发展潜力。2009年浙江省发

布《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实施新一轮“山海协作”工程的若干意见》,着力在基本公共服务和低

收入群众增收两个方面推进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全面开展教育事业、卫生事业与文化事业的“山海

协作”。在此阶段,浙江省继续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来改善欠发达地区医疗卫生、教育等基础设施水

平,实行发达地区干部、教师和医务工作者到欠发达地区、革命老区任职工作或轮换下派制度,采取多

种形式为欠发达地区和老区提供人才、智力支持。同时,通过鼓励、引导与推动,政府促使省直有关部

门和社会各界从科技、教育、卫生等方面支持欠发达地区发展。此外,“山海协作”广泛联动发达地区与

欠发达地区在产业、就业等方面协作,协同培养劳动力的文化水平与技术能力,不仅增强了欠发达地

区劳动力的自身发展能力,还为发达地区带来了高质量的劳动力资源。
另一方面,设立山海协作产业园,实现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产业协作层次与水平提升。山海协

作产业园是由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双方政府“共同管理、共同投资、共同招商、共同受益”的发展模

式,是双方开展产业协作的有效形式。通过建立与发达地区开发区、园区结对合作机制,山海协作产业

园为欠发达地区加快与经济强县在制度、产业、科技、服务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提供了平台,进一步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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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欠发达地区投资环境。同时,双方按一定比例分成项目投产后新增的增值税、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
欠发达地区在耕地占补平衡上给发达地区提供土地指标,使得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形成利益共同

体。更为重要的是,山海协作产业园为欠发达地区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的同时,有力地促进了农民素

质培养、技能培训等人力资本开发。
截至2015年,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各项指标取得明显突破,各县全面消除家庭人均可支配收

入4600元以下贫困户,率先实现脱贫攻坚,并不再称山区26县为欠发达县(市、区),代之以“加快发展

县”,即将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三)“双向驱动”主导者:“山海协作”高质量发展阶段

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作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大论断。因此,唯有创造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

要 [12] ,才能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即促进人的共富发展需求与产业高质量特色引领之间的

矛盾。在此阶段,“山海协作”以增值生态资本、育强生态产业等方式普惠“山” “海”人民福祉,同时通

过“飞地经济”推动区域经济合作迈向更高层级,在 “共富型互动” 发展中实现人的共富发展需求

满足。
一方面,绿色发展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美好环境需要的内在要求,必须以加快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驱动高质量发展。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生态资源既是山区发展的比较优势,也是山区发展的潜在发

展优势,更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首先,“山海协作”定位“高效生态、特色精品农业”,打造具有地域特

色的公用品牌、企业品牌和特色农产品品牌,如“仙居杨梅”“遂昌菊米”等。其次,借助“山海协作”,山
区26县加快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走高技术含量、低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的发展道路,发展生态工

业。最后,立足山区26县拥有的旅游资源,“山海协作”以生态旅游业作为联动一二三产业发展的纽带,
推动民俗旅游、农家乐旅游、休闲度假旅游等生态旅游业蓬勃发展,为“山” “海”人民带来最普惠的绿

色福祉。
另一方面,加快经济发展依然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美好生活需要的现实手段,必须以创新“飞地

经济”①推动产业高质量协作。浙江省陆续出台《关于促进山海协作“飞地经济”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
等多项政策,支持山区26县到省内发达地区投资建设“产业飞地”、“科创飞地”与“消薄飞地”,推进

“山海协作”向更宽领域、更高层次提升。其一,由省委省政府统筹安排,在浙江大湾区、省级高能级平

台等相关产业发展平台,为山区各县布局以先进制造业为主的“产业飞地”。其二,通过采用“在外研发 +
本地制造”模式,“科创飞地”为欠发达地区有效吸纳人才、资本、技术等创新要素、搭建科技成果转化

应用和产业化提供有效平台,打通科技人才项目“飞入地”孵化与“飞出地”产业化联动发展的通道。
其三,“消薄飞地”以帮助带动低收入农户增能增收和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为目标,助力“飞地”发

展物业经济、楼宇经济等,为集体经济薄弱村实现“消薄”提供有效保障。截至2020年,浙西南山区市县

通过“山海协作”累计获得援助资金超百亿元,建设山海协作“飞地”园区42个。其中,30个“消薄飞地”
建设带动2500多个集体经济薄弱村“消薄”实现增收,返利2亿多元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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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飞地经济”是指相关行政地区在平等协商、自愿合作的基础上,打破区划限制,以生产要素的互补和高效利用

为直接目的,在特定区域合作建设、开发各种园区平台,实现互利共赢的区域合作发展模式。



三、 “山海协作”的基本特征

回溯“山海协作”实践历程,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内核,协同发挥政府与市场双重作用,通过两地资

源、人才、技术等要素流动、整合,实现区域优势互补、联动发展,是“山海协作”促进欠发达地区与发达

地区双向发展的基本特征。

(一) 以人民为中心是“山海协作”的主体动力

人始终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和最活跃的源泉,既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也是经济

社会发展的目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实质,是要最大限度地创造机会公平,促进各地区人民的收入

水平、生活质量与幸福指数不断提高,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山海协作”最根本的利益诉求和价值

体现就是实现区域内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其最核心的思想在于推进以人为中心的协同发展 [14] 94。具
体而言,“山海协作”从多维度缩小区域差距、群体差距,不仅以社会救助、产业梯度转移、财政转移等

“授之以鱼”的方式,解决欠发达地区低收入群体的物质方面的“燃眉之急”,而且以职业教育、卫生医

疗全方位协作等“授之以渔”方式,培育和提升欠发达地区发展主体的人力资本水平,以区域协调发展

为目标扎实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与幸福指数。

(二) 激发比较优势是“山海协作”的基本逻辑

自然地理是经济地理的首要约束,经济地理和资源禀赋则为理解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科学性提供

了基本面。理论与实践充分证明,欠发达地区必须立足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才能实现赶超发展、
跨越发展。对此,通过加大交通、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工程建设与外部市场帮扶,“山海协作”积极拓

宽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的结对帮扶领域,积极探索欠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途径,为激发

欠发达地区比较优势打下坚实的基础。通过挖掘地域特色,“山海协作”对生态产品进行整体设计、对
品牌产品进行质量管控,建立多层次的生态产品体系,在讲述品牌故事中增值生态资本。同时,海岛欠

发达地区依托海洋资源优势,重点推进港口开发、临港工业、海洋渔业、滨海旅游业等领域经济活动,
做大做强海洋经济。此外,“山海协作”通过人口内聚外迁、签订劳务合同等方式,推动劳动力资源合理

流动,优化地区间人口布局,激发欠发达地区劳动力资源优势。

(三) 协同发挥政府与市场作用是“山海协作”的根本保障

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公平”与“效率”兼顾的过程,既要发挥政府总揽全局的能动作用,也
要发挥市场在提升经济运行质量、效率与动力的重要作用 [15] ,实现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两个作用的

有机统一。构建基于优势互补、互利双赢、要素流动的发展机制,在市场合作中实现发达地区与欠发达

地区互利共赢,是“山海协作”提升双边合作效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根本保障。一方面,“山海协

作”发挥政府先行撬动、引导作用,以财政转移支付、对口互助等方式,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对
欠发达地区投资项目资金、人才等方面给予支持,引导广大社会资金加入协作项目建设,以战略统筹

的科学路径来实现欠发达地区约束的破除与适应。另一方面,在推进产业梯度转移承接时,“山海协

作”坚持市场化、互利化方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结对帮扶,以共建产业园、飞地经济等方式发挥

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比较优势,形成两地市场竞争能力共建、市场效益共享的互利共赢发展新

格局。

(四) 动态效率优化是“山海协作”的发展导向

优化区域经济格局、提升区域发展整体效率,是推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经济协同发展的关

键。因此,任何离开区域统筹发展的经济活动都会损失区域整体发展的效率与进度,违背区域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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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基本逻辑 [14]130。总体而言,“山海协作”不仅在时间维度上遵循渐进协调、螺旋上升的动态演进

规律,而且在空间维度上秉持重点区域优先发展、以重点区域带动整体协调发展的发展旨向。通过加

强地区间互利合作、互助协作与联动发展,“山海协作”将欠发达地区拥有的水土资源优势、自然资源

优势、人力优势与发达地区的人、财、技术优势相结合,推动产业向欠发达地区梯次联动,促进剩余劳

动力向发达地区有序转移,加速不同等级、不同类型区域的协作与交流,实现了经济布局优化战略与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有机统一,在互利共赢中推动整体动态效率优化。

四、 “山海协作”的理论创新

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关键在于加强与培育欠发达地区内生发展动力,处理好自身发展能力与

外部推力的关系 [14]1,在动态发展中推动发展相对平衡与绝对不平衡的辩证统一,实现更加充分和更

加均衡的发展。然而,由于双方利益的非均衡性与帮扶行为的既定性,发达地区在帮扶过程中无法与

欠发达地区形成紧密联系、双向发展的耦合关系,缺乏对欠发达地区内生发展动力培育的积极性与主

动性。基于对“山海协作”演进历程与基本特征的全面把握,本文提出区域双向驱动内生发展理论,即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以构建要素充分流动、产业梯次转移与经济多维合作的区域协作模式为

核心,在区域双向互动发展中实现欠发达地区内生发展的区域发展理论。这一理论既是对西方资本主

义“发展援助”、“市场主体”与“增长范式”的逻辑超越,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的创新,具有中国特色

与世界意义,具体内涵从如下三个方面展开。

(一) 外部赋能与内生动力培育的协同机制

如何消除贫困、实现协调发展,是包括国际组织和世界各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所关注的重点问题之

一。在西方“资本逻辑”的意识形态叙述中,资本的趋利属性势必导致社会财富生产与分配失衡,造成

不同主体等级差别 [16] ,其结果必然导致“资本逻辑”凌驾于“人本逻辑”之上,不可避免地带来贫富的

“两极分化”。为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财政转移、设施捐助等非政府组织和国际援助推进欠发达

地区加快发展,但从本质而言,“输血式”外部帮扶更加注重钱、项目等物质输送,无法将解决根本性贫

困思维内嵌于整体经济发展框架,忽视了欠发达地区内生发展动力的重要性,缺乏推动欠发达地区自

我能力塑造与提升的内生机制,导致欠发达地区“等靠要”依赖性强化与自力更生能力缺失。换言之,
唯有具备内源动力与自我发展动力,才能持续推动欠发达地区发展。

推进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教育、文化、医疗等方面的帮扶与协作,发挥人力资本增进效应,是充

分调动欠发达地区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关键。诚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扶贫工作会议上所

述,“要激发内生动力,调动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积极性” [17] 。从实践视角审视,“山海协作”具有鲜明

的人民属性,它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升欠发达地区内生发展动力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聚焦欠

发达地区人民发展需求,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教育文化水平与综合技能水平,缩小发达地区与欠

发达地区人民之间的精神差距、能力差距与动力差距,在外部赋能中培育欠发达地区内生发展动力。
由是观之,“山海协作”通过提升欠发达地区人民自主发展能力突破长期以来治标不治本“输血式”外

部帮扶的发展桎梏,不仅是区别于常规对口协作、国际援助等举措的鲜明特征,也是对西方“发展援

助”思维导向的超越。

(二) “政府、市场与社会”多方参与的联动机制

西方减贫理论强调市场经济的重要意义,认为即使没有政府政策干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经济利

益也会自动在社会各阶层扩散开来,增长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途径 [18-20] ,也即“涓滴效应”。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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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由社会整体增长所带来的资源或利益具有“亲资本”或“亲富人”属性,
对弱势群体的“涓滴”作用十分缓慢,使得弱势群体处在长期的贫困陷阱之中 [21] 。事实上,由于市场规

模较小、市场机制不完善,欠发达地区缺乏技术进步与社会分工的持续增长动力,无法通过市场力量

实现内生增长。同时,若不加以政策干预,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往往会自我强化,形成穷

者愈穷、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进而影响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安全稳定。质言之,在推进欠发

达地区加快发展的进程中,政府作用不可或缺。此外,社会组织能够在提供社会服务、构造国家与社会

关系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22-23] ,积极配合市场与政府实现最优的发展成效。
从组织构成和参与主体角度审视,“山海协作”在实践中形成了“政府、市场与社会”多方参与的

联动机制,不仅是扶贫开发与区域对口协作发展模式的创新,还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市场主体”运行逻

辑的超越。一是“山海协作”发挥政府强大的组织、动员和协调等方面的作用,统筹协调省内省外优势

资源,有效改善了欠发达地区制度环境与基础条件。二是“山海协作”强调运用市场机制,在市场化产

业转移与项目对接的过程中,培育欠发达地区市场潜在动力,发挥市场配置优化与效率增进的优势。
三是“山海协作”通过社会组织力量提升欠发达地区人口技能水平、文化教育素质等自我发展水平,发
挥社会组织技术带动优势、专业化优势。在“政府、市场与社会”相互支撑的联动框架下,“山海协作”
推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在有效市场中持续合作、良性互动发展,从根本上切实破除欠发达地区因

自然因素或社会因素的返贫机制,在提升整体效率中实现协调发展、充分发展与动态发展。

(三) 激发优势与互助协作的互利机制

找准比较优势、促进互助协作,是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互利共惠发展的前提与基础,也是实现

欠发达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基于主观效用的功利主义价值观 [24] ,割裂了

经济增长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平衡。在资本利润驱使下,资本内在的剥削性与趋利性催生出以经济增

长为内核的强大意识形态,形成发展为了经济发展、成功为了经济成功、价值为了经济价值的社会增

长范式。所谓“区域协作”的发展路径只是西方资本主义维护阶级利益的手段方式,其根本原因在于掩

盖资本积累与资本增值的非正义性,双向互利发展的持续性与积极性,不可避免地造成贫富差距扩

大。同时,经济理性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绝不会将经济发展让位于自然理性占主导地位的现代化发

展,通过不计后果地开发与攫取生态资源来宣告“征服自然”的胜利,不可避免地造成生态危机。很显

然,区域协调发展是一个渐进协调、动态协调的过程,必须要在促进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可持续合

作的基础上,通过分工与协作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实现优势互补与良性发展。
从实践历程来看,“山海协作”在厚植与巩固原有禀赋优势的基础上强化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

之间的产业分工、经济合作与市场联系,塑造以发挥比较优势为基点、以促进区域优势互补为路径的

双向互动发展格局。具体而言,一方面,立足沿海地区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优势,“山海协作”扩大

温台沿海、环杭州湾等经济发达地区向浙西南城市经济辐射和产业梯度转移,向欠发达地区输送人

才、产业等要素,形成技术溢出效应、创新联动效应。另一方面,立足欠发达地区生态资源、劳动力优

势,“山海协作”高度重视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与保护,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推动生态资

源有序开发,为发达地区带来普惠的生态产品。在“山”“海”协同发展驱动下,“山海协作”在区域协作

中提升整体发展效率,走出一条科学持续、互利互惠的发展路子。

五、 “山海协作”的价值意蕴

认识的本质是主体在实践基础上的能动反应,总结实践经验是理论创新的逻辑起点。从实践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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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山海协作”突破西方“以增长带均衡”的发展范式,竭力化解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的发展导向、
发展动力与发展路径约束,展现出哲学思维的变革伟力与创新发展的理论魄力,为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丰富、共同富裕实现与世界贫困问题破解提供了全新的理论智慧与实践经验。

(一) 丰富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事物是普遍联系的,发展的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构成了事物发展的有机整体。”当各

发展要素之间的不协调性持续积累,发展就会因为失去平衡而止步不前。唯有强调协调好各发展因素

之间关系、提升整体效能,才能转变和化解长期积累的失衡矛盾。国际历史经验深刻表明,以“资本逻

辑”为根本依循、以“少数阶级”为利益核心的发展模式,将会产生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 [25] ,不仅影响

经济的正常循环,而且会导致社会阶层固化、社会动荡不安、民族主义抬头等尖锐的社会矛盾。
从国内发展视角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必须适应新形势,谋划区域协调

发展新思路”“要面向第二个百年目标,作些战略性考虑”,把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作为新时代国家

重大战略之一,不断将理论与实践统一构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然而,我国社会主要矛

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集中体现在经济与

社会、经济与生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等多重发展矛盾之中。因此,构建更高水准、更高质量与更可

持续的区域协调发展大格局,不仅是回应中国发展“时代之问”的实践答复,还是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

人类社会生存、发展与价值的理论旨趣。从总体上来看,浙江样本与中国所面临的东部沿海和中西部

内陆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实问题具有相似性。“山海协作”以产业梯度转移与劳动力有序转移等方式

构建宽领域、多层次、全方位的合作交流格局,促进了不同等级、不同类型区域之间的优势互补与效率

增进,走出了一条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协调、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协调、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协调的

良性互动发展新道路,对全国范围内的区域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二) 助推实现共同富裕的模式与路径

实现“山”“海”全体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山海协作”最根本的利益诉求和价

值体现,这一理念也与共同富裕的目标高度契合。从历史的维度审视,从建党之初推翻帝国主义、封建

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来建立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进行的革命求富求强,到新中国成立之后走工业化

道路而进行的工业求富求强,再到改革开放发展经济而进行的改革求富求强,最后到党的十八大以来

面对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经济发展动能弱化、国际挑战日益加剧而进行的发展求富求强 [26] ,“国强”且
“民富”思想是在波澜壮阔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贯穿始终的主题主线。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人类文明发展与进步的显著标志,自始至终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孜孜以求

的国家愿景目标,是区别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鲜明特征。此外,我国人口

规模巨大,实现覆盖14亿人口的共同富裕将会彻底改写现代化世界版图,对人类发展历史产生深远影

响 [27] 。
我们要深刻知晓,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

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因此,促进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系统工程,必须“脚踏实

地、久久为功”。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既要通过先富帮后富、发达地区帮扶欠发达地区来实现逐步

共富,也要通过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一体推进、满足人民日益丰富的物质文化需求来实现全面共富,
更要通过全体人民脚踏实地、共同努力来实现共建共富。“山海协作”实践经验证明,唯有将促进共同

富裕、实现“山”“海”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围绕贫困村、贫困户如何发展生

产、增加收入开展政策制定,不断补齐欠发达地区发展短板和改善民生条件,才能使欠发达地区人民

真正享受更多、更公平、更实在的发展成果,才能最大程度提升民生福祉的全面性与全民性。“消除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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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 [28] 。在此意义上,
“山海协作”实践不仅是浙江省未来发展的基本路向,还是创造更加富足美好生活国家愿景的有益示

范路径。

(三) 提供解决世界贫困的智慧与方略

“山海协作”为政府在解决世界贫困难题的作用提供了新的理解视角。对于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

作用,西方主流经济学派存在争议:包括基于古典经济学的“守夜型政府”、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规制

型政府”与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型政府” [29] 。然而,根植于西方经济理论基础的经济学派,无法为发展

中国家提供一个能够帮助发展、解决贫困、实现现代化的综合性框架 [30] 。从实践发展脉络来看,“山海

协作”以内源发展与外部帮扶相结合,建构“政府搭台、市场运作、各方参与”的双向开放发展平台,让
“山”“海”激发“联姻”的主动性、积极性,实现协作的长期效力。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仍要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

府的积极作用。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 [31] ,既要最大程度发挥市场优

化资源的配置效率,又要通过政府实现经济发展的特定目标,提出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

府”的科学论断,这是传统西方经济理论所不曾有的发展模式。从这一高度来看,“山海协作”实践不仅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源头活水”,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处理政府市场

关系的有益发展视角。
“山海协作”为解决贫困问题的动力机制提供了新的科学思维。贫困落后的国家如何摆脱贫困,实

现工业化,最终走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发展经济学的重点研究问题。作为世界脱贫进程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中国用短短70多年的实践,高效推动经济发展并保持社会长期稳定,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百

年甚至数百年发展的水平,在2020年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与区域贫困问题 [32] 。这一成功实践无疑向世

界宣告西方发展模式的弊端,资本逻辑、贫富两极分化不是未来发展的趋向。“山海协作”能够推动

“山”“海”互利共赢、协同发展、共同富裕,离不开对欠发达地区内部矛盾因素的精准把握,以破除欠

发达地区的阶段性内部矛盾约束实现双向良性互动发展。当然,基于欠发达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地质

灾害频发等自然灾病因素,加之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薄弱、教育水平不高等社会因素,脱贫的地区

经济造血功能不强,依然存在返贫困的潜在风险。总括而言,唯有从地区发展内因出发,充分调动欠发

达地区和贫困人口的积极性,激发内生发展动力,才能切实突破贫困的生成机制,才能为发展中国家

解决贫困问题提供可持续的内生发展动力。

六、 结　 语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其核心在于缩小区域差距、收入差距与城乡差距“三大差距”,
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高质量发展。当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生活水平、基本公共服务

供给、人均财政支出等方面的不平衡现象依然突出,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一定时间内仍将长

期存在。毋庸置疑,实现共同富裕是一项具有长期性、艰巨性与复杂性的系统工程,不能要求所有地

区、所有人群达到同步富裕、同等富裕,必须在做大蛋糕的过程中寻找出一条兼具平衡性与包容性的

高质量发展路径,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因此,就区域发展视角而言,发达地区帮扶欠发达地区、实现各

地区人民共同富裕的历史任务仍将长期存在。
实践是理论之源,理论是实践之果,总结提炼正确的实践经验是任何科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山海协作”紧密结合浙江省情和发展阶段特征,以省域内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结对帮扶为主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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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围绕“人的发展”与“产业发展”的互动辩证主线,通过实施系列重大工程项目、构建互利共赢机

制、打造资源共享平台等途径,促进了不同层级、不同类型区域之间的优势互补与协同发展,构建了具

有中国实践特色与世界意义的区域双向驱动内生发展理论。其中,“山海协作”以外部赋能与内生动力

培育相结合,高度重视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教育文化、医疗卫生、技能培训等方面协作,提升欠发

达地区人民的自主发展能力,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新理念;充分发挥政府引导增进作用与社会组织

补充作用,在市场化机制中促进各类要素自由、高效地流动,为区域协同发展提供新路径;重视激发优

势与互助协作,组合利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各自比较优势,为区域双向发展提供了新方案。总括

而言,“山海协作”的成功实践,是市场与政府相互配合、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短期利益与长远目标相互

贯通、全面规划与突出重点相互协调的必然结果,丰富了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为推动共同富

裕提供了参考模式与践行路径,为解决世界性贫困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与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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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ountain and Sea Collaboration” is one of the theoretical sources of Xi Jinpings important thesis on coor-

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which aims to promote synergistic cooperation and common development of the developed regions

and less developed regions, and is a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Zhejiang to promote the reduction of regional disparities and a-

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In practice, the “Mountain and Sea Collaboration” has broken through the Western “ capital logic”

assistance model and built a “ human logic” assistance model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 socialist system. The

“Mountain and Sea Collaboration” emphasizes stimulating the vitality and endogenous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the “ communi-

ty” of helping and being helped, and forms regional two-way-driv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theory, containing the synergistic

mechanism of external empowerment and endogenous development power cultivation, the interactive mechanism of “ govern-

ment, market and society” , and the mechanism of stimulating advantages and mutual benefits of mutual

as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which enriches the innovative theory of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

ment and common prosperity practice.

Key words: “ Mountain and Sea Collaboration” ; common prosperity; regional two-way-drive 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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